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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内容提要】 作为一种定性研究方法,过程追踪通过具体的、历时性的个案

研究,试图打开因果关系“黑匣子”,考察原因与结果通过什么样的因果机制

连接起来,从而形成完整的因果链。过程追踪展开以“因果机制”为中心的

个案内因果推断,有别于以“平均因果效应”和“覆盖律”为中心的定量方法,

二者在因果观上大相径庭,在操作套路上各有侧重。过程追踪长于“就事论

事”,也就是“由果溯因”,动态地解释具体结果。在操作层面上,过程追踪面

临四大考验:选取个案、描摹机制、处境条件、检验证据,一方面要就事论事

地解释具体个案中发生的变化,另一方面还要为提炼出来的因果假说留足

可推广适用的空间。要让基于个案研究得出的理论解释可推广适用,或在

其他个案中得到检验,则必须从过程追踪转向多重方法研究设计,将它与多

案例比较、定性比较分析(QCA)或大样本统计分析结合起来。无论做什么

样的过程追踪,研究者都需将原因、结果、机制、处境这四个方面统筹起来加

以考虑,不要低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,不要高估理论解释可推广性,既在眼

前找机制,也往他处觅因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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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追踪是一种时髦的个案研究方法,甚至据说是唯一能进行个案内

因果推断、澄清因果机制的方法。不过,“因果机制”本身仍是一个存在巨大

争议的概念,且过程追踪终归要以自然语言而非算式符号来叙事,有关过程

追踪的方法论文献往往给人以“云山雾罩”又“不明觉厉”的感觉。①
 

讲方法,

应让人学会如何把复杂问题简单化,而不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,许多有关过

程追踪的讨论,在这方面做得其实并不成功。本文试图做一些拆解,澄清过

程追踪的基本特点。

一、
 

为什么要做“过程追踪”?

通过具体的、历时性的个案研究,打开因果关系“黑匣子”,考察原因与

结果通过什么样的因果机制连接起来,从而形成完整的因果链,是为过程

追踪。

若说总结历史经验、由果溯因的思维方式,过程追踪并不新鲜,甚至可

以说源远流长。比如汉初贾谊的《过秦论》,尤其是其上篇,就是出色的“过

程追踪”政论。贾谊历数自秦孝公迄庄襄王的六世崛起过程,检讨秦始皇从

“履至尊而制六合”,到其身后“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”的经验教训,进

① 德里克·比奇、拉斯穆斯·布伦·佩德森著,汪卫华译:《过程追踪法:基本原理

与指导方针》,格致出版社2020年版。中文版译自2013年本书第1版。2019年本书推

出了扩充的第2版,除将过程追踪的因果关系本体论立场在“机制论+决定论”的基础上

进一步细化为“机制论+本体论意义上的决定论+认识论意义上的概率论”,增加了一种

“理论修正型过程追踪”,并充实了有关个案选取的讨论之外,基本论点没有什么变化。
迄今为止,这仍是唯一一种过程追踪方法专门教科书。另一本对过程追踪作了系统讨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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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明确得出了一般性结论———“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”。① 中国传统史

籍里的纪事本末体,以事件为中心展开历史叙事,也可以说是某种就事论事

的“过程追踪”。②
 

当然,史家叙事自有章法,并不以普适理论为追求,与社会

科学方法论上讲的过程追踪不能完全画上等号。

至于超越叙事、讲求因果,即所谓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意义上的过程追

踪,则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,亚历山大·乔治(Alexander
 

L.George)率先

把这个说法从心理学移用到外交政策分析领域。③
 

经过30余年的积累和发

展,过程追踪已成为政治学、社会学各领域(特别是公共政策、外交政策等经

验研究)中被广泛采用的个案研究方法之一。④
 

在最近20余年社会科学“方

法论战”中,围绕“因果机制”与“个案内因果推断”这两大话题,定性学者就

过程追踪的主要特点与操作规程,给出了更为清晰、更有条理的阐述⑤,澄清

了“侧重个案解释”与“侧重理论发展”这两大类型,使得过程追踪实现了所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贾谊:《过秦论》上篇,见方向东注译《新书》,中华书局2012年版。
传统史书中的“纪事本末体”,起自袁枢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分事立目。梁启超言:

“盖纪传体以人为主,编年体以年为主,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。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

以为鉴往知来之用,非以事为主不可。故纪事本末体,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,抑
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。”(参见梁启超: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,
第二章)譬如历代纪事本末体史书中最薄的《三藩纪事本末》(四卷二十二篇),站在清廷

正朔立场,起自1644年福王在南京称帝,终于1683年郑克塽降清,叙南明弘光、隆武、永
历三朝史实原委(参见杨陆荣:《三藩纪事本末》,中华书局1985年版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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谓“从隐喻到分析工具”的转变①,成为社会科学定性研究方法及混合研究方

法、多重方法的基础性成分②。

过程追踪变得时髦,归根结底是定性学者在面临社会科学各种量化方

法与形式方法冲击之际,力图在经验研究范畴内,为定性研究的科学性作

“自我辩护”———表层上,需要说清楚个案研究、多案例研究③
 

何以具有“科

学”价值;深层上,则必须讲明白社会科学中的“因果”(因果关系或因果性)

到底意味着什么。

大体而言,社会科学领域通常以一般性的、可通过经验证据加以检验

的、对因果关系的系统性解释(即所谓“经验性理论”)作为基本的“科学共

识”。④
 

无论单一个案研究,还是多案例比较,定性研究面对的主要挑战是其

得出的具体解释能否推广适用,即是否具有“一般性”或“外部有效性”。与

“基于密尔比较法消元逻辑的多案例比较”和“基于布尔代数与集合论的定

性比较分析”(QCA)不同,单一个案之内的过程追踪无法用“跨个案因果推

断”来实现研究结论的“一般化”。因此,哪怕不把个案研究彻底归入“非理

论性”的描述研究之列,早先的方法论文献也只不过承认单一个案研究具有

提出新的研究假说的启发性价值,本身并不能作为检验理论的可靠工具。⑤
 

最近20年来,通过细致鉴别个案研究对既有理论性解释、假说、推论的

确认、削弱及修正意义,定性学者普遍认为,个案研究在建构、检验、修正理

论方面自有其功用。尤其是,研究者若采用多重方法研究路数,把展现“因

果过程观察结果”(证据)的个案内过程追踪,与形式建模、统计分析、定性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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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分析等方法结合(或“嵌套”)起来,个案研究的科学意义也就得以明确了。

相较于为个案研究“正名”,更深层、更有力的定性方法“自我辩护”在于

重塑“因果观”。就过程追踪而论,学者们大体达成了以下共识:第一,把因

果机制摆在因果关系的中心位置,通过细致深入的个案研究阐明因果机制。

第二,因果解释从关注“因之果”转为聚焦“果之因”。① 第三,强调因果关系

的复杂性和异质性。尤其是,相比以“平均因果效应”“覆盖律”为中心、与定

量方法的操作套路更为一致的因果观,以“因果机制”为中心的因果观更利

于阐明不同的变项组态、不同的机制叠加,都可能生成复杂的因果关系。正

如班尼特(Andrew
 

Bennett)和恰克尔(Jeffrey
 

T.Checkel)在他们给出的“过

程追踪十条准则”最后一条所言:“谨记,结论性的过程追踪很好,但并非所

有的过程追踪都是结论性的。”②这样一来,诸如“分道扬镳”或“殊途同归”之

类复杂的社会现象变动,就更容易解释了。并且,在统计分析中不能根据结

果(依变项)的取值来选取研究个案(否则会产生个案选取偏差)这样的“硬

杠杠”③,对于单一个案研究或多案例定性比较来说,也就不再是不可逾越的

“陷阱”或“雷池”了。

因此,基于个案内推断的过程追踪,试图通过细致考察变动轨迹,阐明

因果机制,把原因与结果连接起来,从而用说清“怎么样”的方式,来回答“为

什么”的问题。围绕因果机制展开因果推断,就是过程追踪方法的分析

内核。

①

②

③

Gar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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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d
 

James
 

Mahoney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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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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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J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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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niversity
 

Press,
 

2012,
 

Chapter
 

3.该书中译本将“因之果”“果之因”译作“先因后果”“先果后因”并不妥

当,从时间上看,因一定在果之前,这里讲的是把研究的关注点放在因上还是果上,进而

“由因推果”或“由果溯因”。参见加里·格尔茨、詹姆斯·马奥尼著,刘军译:《两种传承:
社会科学中的定性与定量研究》,格致出版社2016年版,第3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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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
 

过程追踪的因果观

转换“因果观”是理解过程追踪的认识基础。比奇和佩德森通过考察因

果性的“本体论假定”(即因果关系是以“规律性”来界定,还是以“机制”来界

定;以及因果关系是概率论意义上的,还是决定论意义上的),把不同的社会

科学方法论作了对比,进而将过程追踪的因果观界定为“机制论+决定论”

的。与之相对,各类大样本定量统计方法以及 KKV的定性研究立场则是

“规律性+概率论”的。①
 

比奇和佩德森基于科学实在论立场②,把因果机制

定义为“关于‘把因果力量从X传递到Y的’连锁部件组成的一种系统性的

理论”,机制的每个部件可以写作(nn→),其中nn 指实体(n),箭头指经由机

制传递因果能量以产生结果的活动,*表示逻辑上的“与”,则可以把“与处

境无关的”因果机制写为

X → [(n1 →)*(n2 →)]Y

  这种“机制论+决定论”的因果观,无非是把因果关系理解为因果力量

的启动与传递过程,从而与休谟式因果观(即表现为“恒常联结”③的规律性)

相区别,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亚里士多德—笛卡尔所言的“动力因”传统。④

有意思的是,在说明具体检验机制的构成部件何以成立时,两位作者赶

了点“时髦”———他们借助贝叶斯统计推断的逻辑,说明了人们如何经由更

多的证据来逐步“更新”自己对理论上所假定的因果机制的“信心”。但这样

一来,贝叶斯主观概率论验证方法与两位作者设定的因果关系“决定论”立

场就出现了矛盾。或许由于这个矛盾过于明显,《过程追踪法》第一版在面

世后就受到了批评,因而在2019年的第二版中,两位作者删去了那张重要的

对照表(第一版表3.1),并进一步区分了因果关系“本体论意义上的概率

①

②

③

④

德里克·比奇、拉斯穆斯·布伦·佩德森著,汪卫华译:《过程追踪法:基本原理

与指导方针》,格致出版社2020年版,
 

第29页。
两位作者采纳了邦格的科学实在论立场,参见同上书,

 

第29—30页。
参见休谟著、吕大吉译:《人类理智研究》,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。休谟所言恒

常联结(constant
 

conjunction),用集合论术语来理解,conjunction即“合取”(与disjunction
析取相对)。

笛卡尔著、王太庆译:《谈谈方法》,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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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—决定论分歧”与“认识论意义上的概率论—决定论分歧”。①
 

坦率地讲,这

个改动并不成立。两位作者所言的因果关系“认识论上的概率论”立场,无

非是说人们受信息不充分的制约或测量、分析工具的限制,不可能百分之百

地认识到因果关系的全貌,只能做到让自己的“信念”不断地逼近“真相”。

至于因果关系,在本体论意义上,还是决定论的。其实,这无非说明人们的

“知识”②不完备,跟因果关系“本质上是什么”完全是两码事。认识不足,并

非“因果观”的特征,而是“人们如何认识因果关系”的问题。就像休谟本人,

一方面认为因果即表现为恒常联结的规律性,另一方面又认为人们无从确

定地认识到这种规律性,因而他终究是个“怀疑论者”。不过,如今的经验社

会科学研究者,无论是秉持规律性因果观,还是秉持机制论因果观,都试图

通过方法上的改进来不断“逼近真相”。与定性学者对“决定论”因果关系的

本体论辩护相比,对于在“因果关系是什么”的问题上持“规律性—概率论”

立场的定量学者来说,社会现象之中各种潜在的因果关系类似于气象学甚

或量子力学中的“概率性定律”。这样一来,在为自己用统计方法来呈现因

果关系做辩护时,定量学者们自然也就顺畅多了、简单多了。

其实,如果不去纠结“本体论”“认识论”上的哲学辩护,仅就经验研究的

操作层面讲,定性学者与定量学者在因果关系的本体论预设上的差别,只不

过是把因果解释的注意力集中在“果之因”上还是“因之果”上的问题罢了。

所谓“决定论”因果关系,无非体现为结果是给定的,“有果必有因”,研究者

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结果上,即追问“果之因”。所谓

“概率论”因果关系,无非是想在揭示规律的同时,自洽地说明为何“有因未

必出现果”,结果出现与否、程度如何,呈现为一定的概率分布。在命题逻辑

意义上,所谓“决定论”,无非是把原因理解为(逼近)充分条件;而所谓“概率

①

②

Derek
 

Beach
 

and
 

Rasmus
 

Brun
 

Pedersen,
 

Process-Tracing
 

Methods:
 

Foundations
 

and
 

Guidelines,
 

Ann
 

Arbor:
 

University
 

of
 

Michigan
 

Press,
 

2019;
 

另 见

Derek
 

Beach,
 

“Process-Tracing
 

Methods
 

in
 

Social
 

Science,”
 

Oxford
 

Research
 

Encyclopedia
 

of
 

Politics,
 

January
 

25,
 

2017,
 

https://oxfordre.com/politics/view/10.1093/acrefore/

9780190228637.001.0001/acrefore-9780190228637-e-176,访问时间:2022年2月12日。
传统的认 识 论/知 识 论(epistemology)三 要 素 包 括 信 念(belief)、真 相/真 理

(truth)、证成(justification),而知识(knowledge)无非“被证成为真的信念”。参见Richard
 

Feldman,
 

Epistemology,
 

Upper
 

Saddle
 

River,
 

NJ:
 

Prentice
 

Hall,
 

2003,
 

pp.15-23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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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”,无非是把原因等同为必要条件罢了。因此,与其在“因果观”问题上纠

结“本体论”与“认识论”,不妨只追问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各自追究的是“果

之因”还是“因之果”,是逼近“充分条件”、提炼INUS(非必要但充分条件的

不充分但必要的成分,比如酿成一场火灾的原因是电器短路,就是典型的

INUS表述)或SUIN(不充分但必要条件的充分但非必要的成分),还是只满

足于认识“必要条件”。

但是,就单一个案内推断而言,“充分条件”也罢,“必要条件”也罢,其实

都无法得到最终的检验结果,除非结合多案例比较或者大样本统计分析,把

个案研究发展为多重方法的多案例研究。过程追踪所秉持的因果观,归根

结底就是两条:第一,因果关系的核心是因果机制;第二,聚焦“果之因”。前

者意味着,过程追踪要通过历时性的分析来揭示因果机制的构成部件,打开

因果关系“黑匣子”;后者则意味着,从所研究个案既定的结果,回溯潜在的

原因,从而为进一步的多案例比较、大样本统计检验提供貌似合理、讲得通

的因果假说。

三、
 

过程追踪的四大考验

作为聚焦个案内推断的研究方法,过程追踪在操作层面有四大考验,即

选取个案、描摹机制、处境条件、检验证据。四大考验指向同一个目的:一方

面就事论事地解释具体个案中发生的变化,另一方面还要为提炼出来的因

果假说留足可推广适用的空间。

第一,过程追踪考验选取个案的逻辑。当然,对于就事论事的“解释结

果型过程追踪”而言,研究者对什么个案感兴趣,进而投入时间与精力,“具

体问题具体分析”,把它说清楚、讲明白,研究目的也就实现了。这种情况

下,个案选取标准没那么多条条框框,无非是学者感兴趣、读者乐意看。尤

其对于具体的历史事件解释(比如为什么会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),或具体

的政策评估(比如“枫桥经验”原生地枫桥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成效为何显

著),就事论事地讨论个案、解释结果,无论在历史学中还是在日常工作生活

中,都是寻常操作。个案选取标准成为一大考验,是因为研究者不满足于就

事论事,而希望把从具体个案分析中得出的因果理论假说加以“一般化”,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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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适用到同类个案或其他场景之中。因此,单一个案内的过程追踪能否提

炼出一般性因果理论假说,必定要求研究者把自己讨论的个案放在一个更

大的范畴内,从潜在比较中对自己讨论的到底是关于什么问题的、什么类型

的个案有相对清醒的认识。

如果简化一下,通过既有理论总结或前期归纳,我们给出了某个因果机

制(M)解释,试图把它放在待研究的个案中做进一步检验。若只考虑原因

(X)和结果(Y)是否出现(出现记为“1”、缺失记为“0”),逻辑上讲,会出现四

种(X,Y)情形:(1,1)有因有果的“典型个案”,(1,0)有因无果的“未覆盖”异

常个案,(0,1)无因有果的“不一致”异常个案,以及(0,0)无因无果的“不相

干个案”。

很明显,无论是就事论事的解释结果,还是理论检验或理论建构,最适

合进行过程追踪的是第一类“典型个案”。而无因无果的“不相干个案”,无

论多么有趣,都不适合既有的研究问题。

关键在于鉴别“有因无果”“无因有果”这两类不同的异常个案。有因无

果,说明既有的理论假说覆盖不到,这时妥当的做法是另辟蹊径,提出新的

理论假说,要么引入新的解释原因、处境条件,要么进一步补充未尝注意到

的机制。这样一来,“未覆盖”异常个案就可能转而成为寻求新理论解释的

出发点。无因有果,并不必然说明既有理论假说不成立,这时妥当的做法往

往是尝试补充新的原因或机制,或注意到处境条件的作用,对既有理论解释

进行修正,从而弄清楚,到底是遗漏了“不同原因导致同一结果”的可能性,

还是另一些机制引致了“殊途同归”? 正是在明确鉴别“不一致”异常个案的

基础上,比奇(Derek
 

Beach)和佩德森(Rasmus
 

Brun
 

Pedersen)在《过程追踪

法》第一版中区分的“三种类型”过程追踪(理论检验、理论建构、解释结果)

之外,在第二版又增加了“理论修正型过程追踪”的新类型。①

所以,理论导向的过程追踪所研究的个案,首先就要求结果是出现的、

既定的,再来考虑在原因出现与否的不同情况下,斟酌进行理论检验、理论

建构还是理论修正。结果既定,等同于跳出了大样本统计分析学者质疑的

① Derek
 

Beach
 

and
 

Rasmus
 

Brun
 

Pedersen,
 

Process-Tracing
 

Methods:
 

Foundations
 

and
 

Guidelines,
 

Ann
 

Arbor:
 

University
 

of
 

Michigan
 

Press,
 

2019.



拆解过程追踪 165  

“选取偏差”难题,进而聚焦于因果机制如何把原因和结果连接起来。如果

结果不定,也就谈不上过程追踪了。因此,过程追踪个案选取的逻辑服务于

聚焦“果之因”。

第二,过程追踪考验描摹机制的本事,也就是拆开那些呈现为规律性的

因果关系“黑匣子”。比奇和佩德森用机器来类比机制,认为因果机制是由

一系列类似齿轮环环相扣的“部件”所构成的。所谓描摹机制、阐明因果链,

就是要把这些部件拆清楚、串起来,而不是简单地将其理解为原因和结果之

间的“干预变项”。更重要的是,在他们看来,因果机制要么出现,要么不出

现,并不是一个“变”项取值问题。至于因果机制到底只是理论上的构念,还

是经验上可观察的对象,比奇和佩德森秉持了实用主义的立场。在他们看

来,因果机制是“谁干了什么”,它当然是理论上的精简和抽象,在表述上体

现为把原因和结果连接起来的一连串“动词”;但这些“动作、活动”毕竟得由

经验上可观察的“实体”做出来,从而,因果机制是由一连串“实体参与活动”

的部件组成的理论化表述;而在经验层面,人们可以观察到相应的“实体参

与活动”的机制证据(观察结果)。所以,讲清楚因果机制,就是把一连串的

“部件”按照一定“次序”串联起来。

遗憾的是,对于因果机制的层次①和类型②,比奇和佩德森僵硬地照搬

了赫斯特洛姆(Peter
 

Hedström)和斯威德伯格(Richard
 

Swedberg)对“宏

观—微观”分析层次相互联系的图示,以及帕森斯概括的社会科学“四类解

释”框架,在“宏观层机制”“结构性因果机制”上给出了与自己的机制界定并

不相容的归类。事实上,按照比奇和佩德森的机制定义,因果机制只应是

“能动者”层面的一连串活动的抽象概括,并不是“结构”层面的现象,他们所

言的“宏观层机制”“结构性因果机制”既与自己的定义不一致,更混淆了“结

①

②

德里克·比奇、拉斯穆斯·布伦·佩德森著,汪卫华译:《过程追踪法:基本原理

与指导方针》,格致出版社2020年版,
 

第41页。比奇和佩德森沿用了赫斯特洛姆和斯威

德伯格在科尔曼图示基础上提出的三类 机 制,但 增 加 了“宏 观 层 机 制”,参 见 Peter
 

Hedström
 

and
 

Richard
 

Swedberg,
 

eds.,
 

Social
 

Mechanisms:
 

An
 

Analytical
 

Approach
 

to
 

Social
 

Theory,
 

Cambridge
 

and
 

New
 

York:
 

Cambridge
 

University
 

Press,
 

1998,
 

p.22.
同上 书,

 

第 53—54 页。参 见 Craig
 

Parsons,
 

How
 

to
 

Map
 

Arguments
 

in
 

Political
 

Science,
 

Oxford
 

and
 

New
 

York:
 

Oxford
 

University
 

Press,
 

2007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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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性解释”和“机制性解释”。①
 

而所谓从微观到宏观的“转型机制”,其实更准

确地讲应是“涌现机制”②,即微观层面的活动加总呈现为宏观层面的特性。

至于所谓从宏观到微观的“情境机制”,其实无非是“处境条件”罢了,顶多可

以说成“结构压力”,它与起到“启动”“传动”“制动”作用的“因果机制”在功

能上不是一回事。按照比奇和佩德森的因果机制定义,因果机制理应只存

在于“能动者”(微观)层面,既不存在什么宏观层机制,也不应把从能动者到

结构的“涌现机制”和从结构到能动者的“处境条件”(结构压力)都视同为

“因果机制”。因果机制表述为能动者及其活动,从功能上讲,有启动、有传

动、有制动。把能动者层面(微观层面)的因果机制与涌现机制(从能动者到

结构)、结构压力(即处境条件的约束)区分开,才能更有针对性地提出区别

于结构解释的因果机制解释。

经过上述澄清,我们可以意识到,《过程追踪法》只不过是在形式上采用

了有关因果关系本质问题的(亚里士多德—笛卡尔传统上的)“动力因”理

解。所谓打开因果关系的“黑匣子”,还是在承认呈现为规律性的“因果效

应”因果观立场上更进一步,探究原因与结果之间的恒常联结是由什么样的

内在因果机制支撑起来的。因此,也可以说,两位作者刻意区分的“规律性”

和“机制论”两种因果观相互间并没有根本冲突,它们更像是表里互补

的———都以承认因果规律为基石,只不过在认识和把握因果关系的方式方

法上,到底我们满足于揭示平均因果效应即可,还是要打开“黑匣子”探索因

果机制,存在认识上的分歧。打开“黑匣子”一窥究竟,就意味着在探讨因果

机制了,这与其说是因果关系的本体论问题,不如说是研究者的不同偏好、

不同选择罢了。

弄清楚因果机制到底在哪个层次上存在,如何拆解因果机制的构成部

件就成了关键问题。具体个案不同,因果机制的构成部件要拆解到什么程

度,很难说有统一标准。大体而言,“合理安排次序、尽量精简部件、避免无

限回溯”是三条基本准则。《过程追踪法》中列举的“超国家创业机制”“门户

①

②

赵鼎新:《什么是社会学》,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,第

1章。

Ramiro
 

Glauer,
 

Emergent
 

Mechanisms:
 

Reductive
 

Explanation
 

for
 

Limited
 

Beings,
 

Münster:
 

Mentis,
 

2012,
 

Chapter
 

5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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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放机制”分别拆解了四个部件①,“官僚政治机制”拆解了五个部件②。拆

解的基本原则就是每个部件都应是“该机制单个不充分但必要的部件”。换

言之,通过过程追踪描摹因果机制,就意味着澄清INUS(非必要但充分条件

的不充分但必要的成分)。

不过,仅按照次序串联机制部件,并不能解决另外两个与“结论可推广

与否”相关的问题:(1)具体个案结果往往是多重机制叠加作用所致,如何把

叠加的机制分辨清楚? (2)哪些是可推广适用的系统性机制,哪些是就事论

事的特设机制? 我们不妨想一想红军长征中著名的“四渡赤水”,这是运动

战的典型个案,无论从材料的丰富程度还是从个案涉及的时间长度上,都是

一个绝佳的进行过程追踪研究的例子———既可以进行解释结果型过程追

踪,也可以发展为理论检验或理论建构型过程追踪。在解释红军“四渡赤

水”、胜利跳出国民党40万大军围追堵截这一确定结果时,我们得考虑:敌我

双方互动中有哪些机制叠加,最终才产生了上述结果? 并且,“四渡赤水”作

为运动战典型范例,其中哪些机制又是适合推而广之,适用于运动战乃至战

争的系统性因果机制? 再比如,1948年11月毛泽东明确提出了“军队向前

进,生产长一寸,加强纪律性,革命无不胜”③的著名口号,我们也不妨将前三

句视为机制,最后一句视为结果。那么前三句所概括的是否就是任何革命

取得胜利的系统性机制呢? 显然,相比《过程追踪法》中列举的一些西方学

者的研究工作,这两个中共党史上的知名事件,其实是更适合中国学者拿来

操练过程追踪研究方法的有益实例。

①

②

③

德里克·比奇、拉斯穆斯·布伦·佩德森著,汪卫华译:《过程追踪法:基本原理

与指导方针》,格致出版社2020年版,
 

第60、67页。为节约篇幅,本文不再重复这两个研

究实例,请参阅原书相关内容。
同上书,

 

第112—119页。

1948年9月8日,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:“我们的战略方针

是打倒国民党,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,生产长一寸,加强纪律性,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

规战争,建军五百万,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,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。军队向前进,
就要生产长一寸,不这样就没有饭吃。又必须加强纪律性,作战方式要逐渐正规化。这

是方针。”1948年11月11日,毛泽东在给东北局及各局、各前委负责同志的电报中指出:
“我们的口号是:‘军队向前进,生产长一寸,加强纪律性,革命无不胜。’”参见中共中央文

献研究室编:《毛泽东文集》第五卷,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,第133、194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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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,过程追踪要求对处境条件高度敏感。尽管因果机制本身“与处境

无关”(context-free),但处境条件(或曰范围条件、处境特殊性/特异性)对于

给定结果有显著影响。“机制的处境特殊性程度,定义为给定机制发挥作用

所必需的范围条件”①,时空与社会处境不仅界定了机制运作的范围,也赋予

结果特定的意义。同样的因果机制,在不同处境条件下,可能产生不同的结

果。因此,相对于定量研究操作程式中,把不予考虑的变项假定为不变,或

将可能的干扰因素、混淆项“控制”起来,“由果溯因”的过程追踪必须要同时

考虑原因、机制、处境这三者对结果造成的影响,并且,“传动过程”往往很难

加以形式化,却需要用叙事来澄清。

对处境条件高度敏感,首先意味着厘清机制发生作用的“范围”,就像数

学中确定函数的定义域、值域一样,这其实也是中程理论②的必然要求,但大

样本统计研究在进行理论推广时却往往疏于说明。在就事论事的解释结果

型过程追踪中,处境条件本身是给定研究个案的时空背景与社会环境,既不

①

②

德里克·比奇、拉斯穆斯·布伦·佩德森著,汪卫华译:《过程追踪法:基本原理

与指导方针》,格致出版社2020年版,
 

第55页。
中程理论(theories

 

of
 

the
 

middle
 

range)是 美 国 社 会 学 家 罗 伯 特·K.默 顿

(1910—2003)在20世纪40年代末、50年代初提出的“介于遍布日常研究之中、逐渐发展

演化的、次要但必需的‘工作假说’与包罗万象的、系统性的‘统一理论’(即试图解释所有

观察到的社会行为、社会组织和社会变化的一致性)之间的理论”。参见默顿著,唐少杰、
齐心等译:《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》,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,第二章(译文据原文作了调

整)。国内社会学者往往习惯译为“中层理论”(如唐少杰、齐心译本),但此种译名不妥。
严格说来,默顿并不是在说社会学研究对象要介于宏观/微观层面之间,而是强调这样的

理论所解释的社会现象的“范围”(range)是有限的,译为“中层理论”,无法点明这个讲法

所强调的解释力“范围”的意义,并且很容易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另一个关键范畴“分析/
抽象的层次”(level)搞混淆。“工作假说”针对可加以测量、检验的经验现象,而“中程理

论”是对有待解释的经验现象给出的适度理论说明,其解释力不是普遍的(universal),这
种理论只是范围有限的一般性概括。强调理论的解释力范围即适用范围,是“中程理论”
有别于“一般性理论”(general

 

theory)这个说法的关键所在,特别有助于提醒社会科学工

作者注意:不能不加限定地把“一般性理论”等同为“普适理论”(universal
 

theory)。“中程

理论”并不是针对分析层次问题来讲的。在不同研究议题和语境中,孰为“宏观”孰为“微
观”,往往不能一概而论,因此,这个说法的译名应突出其“解释范围适中”这一含义。至

于“程”字,原本就是“度量的总名”,又指“容量”(所以才说“程度”),并非专指距离。好比

说“中程导弹”固然因其射程介乎远程导弹与短程导弹之间,但人们真正在意的是以发射

点为圆心的“火力覆盖范围”。



拆解过程追踪 169  

能、也无需加以抽象、明确澄清;但在以理论为中心的过程追踪中,研究者必

须将处境条件加以明确,从而确保个案之间是“可比”的,换言之,它们是同

一范畴的不同个案。例如,许田波把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秦国通过自强改革

崛起,进而兼并六国一统天下,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前后的欧

洲多国体系作比较,试图检验“制衡”与“追随”(其实对应了“合纵”与“连

横”)两种策略(机制)为何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与19世纪早期的欧洲造成

了不同结果(大一统相对于多国体系)。①
 

这项研究在处境条件的处理上就存

在着可能遭致批评的明显疏漏。②
 

尤其当把具体的个案内过程追踪与多案例

比较历史分析相结合,以检验一般性理论假说时,细致地澄清处境条件就成

了研究者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。

对处境条件高度敏感,也意味着要交待启动因果机制的初始条件(场

景)。所谓“橘生淮南则为橘,橘生淮北则为枳”,生长机制一样,结果大相径

庭,这是处境条件在自然现象中起关键作用的直观例子。处境条件外在于

因果机制,而内嵌于研究个案,既影响原因,也影响机制,进而决定了结果。

尤其是在跨国比较研究中,处境条件的差异往往决定了在一国适用的因果

机制能否在他国起作用。例如,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经验中,中国共产党在革

命年代和建政时期形成的、以党的群众路线为依托、建立在“动之以情、晓之

以理”基础上的“动员”机制,明显区别于“诱之以利”基础上的“交换”机制和

“绳之以法”基础上的“强制”机制,进而被发展为行之有效且区别于“科层化

管理”和“市场化处理”的“动员式治理”。③
 

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,强有力的

全方位社区基层动员式治理发挥了关键作用,展现了当代中国“举国体制”

的核心特质。④
 

而无论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广大发展中世界,“动员”机制仅止

于解释集体行动,从未成为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。究其根源,则是中国共产

①

②

③

④

许田波著,徐进译:《战争与国家形成: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》,上海

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。
赵鼎新:《在西方比较历史方法的阴影下》,载《社会学研究》2006年第5期,第

213—220页。
汪卫华:《群众动员与动员式治理———理解中国国家治理风格的新视角》,载《上

海交通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14年第5期,第42—53页。
汪卫华:《疫情防控中的举国体制》,载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》2020年第3期,

第13—20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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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在革命年代缺少物质资源的情况下,锻炼出了发动群众的工作方法,形成

了以点带面的基层组织体系,确立了群众路线的指导思想;更久远而言,则

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蕴涵的“民本”与简约治理的历史传承。这些要件都

并非动员机制本身,而是动员机制赖以发挥作用的重要处境条件,也是其他

国家公共治理中动员机制难以复现的关键差异。

如果放宽处境条件发挥作用的范围,对处境条件高度敏感,还意味着把

经验研究中往往存而不论的“意义”问题带回来,认真鉴别社会研究中客观

存在的那些“意义建构机制”在特定的研究问题中起到的关键作用。尤其对

于政治学研究中大量有关民主、自由、平等、人权、正当性等承载着价值判断

且无法回避的经验性研究问题来说,专注个案内细节变动的过程追踪(以及

若干案例比较),更有利于处理那些在简化为测量操作的大样本定量比较中

被有意无意忽略掉的“意义”上的分歧。无论从跨国(跨个案)比较的概念是

否等价、测量手段是否等效的角度来讲,还是从考察意义、符号、象征系统对

能动者之间互动方式的制度性约束效应来讲,对处境条件高度敏感,提醒着

研究者要慎重地界定概念与范畴,慎重地选取待比较的个案,有限度地推广

其因果假说。

第四,过程追踪要求通过缜密的证据来确证因果机制,但未必需要贝叶

斯统计的逻辑加以说明。伴随着社会科学对因果推断问题的重视,贝叶斯

统计在近30年间流行开来。《过程追踪法》也大量借重贝叶斯统计逻辑,来

说明过程追踪的个案内因果推断如何展开(特别是该书第5、6章)。其实,贝

叶斯方法在这里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化的时髦“类比”罢了,并没有实质上的

检验意义。对于个案研究来说,确定先验概率和似然比,基本上靠“瞎猜”或

盲估,更谈不上通过贝叶斯公式“算”出实际的后验概率是多少。并且,正如

前文所述,借用贝叶斯主观概率逻辑,来说明如何“更新”研究者对假设因果

机制的信心,与两位作者所宣示的因果关系“决定论”立场原本就是矛盾的。

因此,对于在过程追踪中“玩弄”贝叶斯把戏,大可不用在意,那不过是

“纸老虎”,拿来显得“高大上”罢了。要澄清因果关系或因果机制构成部件

的次序,简单的示意图就可以派上用场。而在利用各种证据进行因果推断

检验上,一般的集合论思维———尤其是注意鉴别INUS(非必要但充分条件

的不充分但必要部分)———也足以帮助我们不断“更新”对因果假说的信心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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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更为符合我们直觉上的归因习惯。贝叶斯统计的操作逻辑,用集合论思

维也完全可以刻画清楚。①
 

多画一画机制流程图与集合维恩图,要比冗杂的

贝叶斯统计论证更贴近于我们做个案内推断时的思维方式,也更贴近因果

关系“决定论”的预设立场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在《过程追踪法》中,两位作者沿用了大卫·科利尔

(David
 

Collier)最早拿来教授过程追踪技巧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(《银色烈

火》)②,用贝叶斯逻辑改写,说明对因果机制的经验检验和对证据的评估是

如何展开的。③
 

当然,对于熟悉贝叶斯统计的学者而言,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

类比说明,但对于初学者来说,感觉如坠云雾恐怕更为真切。其实正如书中

反复展现的那样,所谓“更新”信心,无非是在可靠证据的支持下“排除掉”每

一个推理环节中潜在的备择假说(尤其是相反假说);相应证据的推断力度

与权重,也无非是它对于排除相反假说起多大作用。两位作者也承认,“评

估预测证据与实际发现之间的相似性,以及给定的理论化机制根据似然比

说明这些结果的能力”④只是工具性的目标。因此,用证据来排除相反假说,

就是过程追踪在个案内推断上要做的事情。

“排除掉不可能的情况,剩下的即便看上去再不靠谱,那也定是真相”⑤,

过程追踪所做的因果推断,好比侦探小说里的推理技巧,并不要求用形式化

的算式加以表述。相较于贝叶斯方法的“底层逻辑”,研究者审慎地鉴别手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参见
 

Carsten
 

Q.Schneider
 

and
 

Claudius
 

Wagemann,
 

Set-Theoretic
 

Methods
 

for
 

the
 

Social
 

Sciences:
 

A
 

Guide
 

to
 

Qualitative
 

Comparative
 

Analysis,
 

Cambridge:
 

Cambridge
 

University
 

Press,
 

2012,
 

pp.1-8,
 

76-80.
David

 

Collier,
 

“Understanding
 

Process
 

Tracing,”
 

PS:
 

Political
 

Science
 

&
 

Politics,
 

Vol.44,
 

No.4,
 

2011,
 

pp.823-830.其实在笔者看来,福尔摩斯故事里的《布鲁

斯-帕廷顿计划》可能比《银色烈火》更适合作为例子,它更好地突出了聚焦于“事件”的过

程追踪可以怎么做,有心者不妨找来一读。
德里克·比奇、拉斯穆斯·布伦·佩德森著,汪卫华译:《过程追踪法:基本原理

与指导方针》,格致出版社2020年版,
 

第88—90、103、130—131页。
同上书,

 

第109页。
语出《福尔摩斯探案集·四签名》。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中还有一句多次出现的

相近名言:“排除掉其他因素,剩下的那个必是真相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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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的证据属于什么类型、起到什么样的检验作用①是更为值得重视的问题。

对于过程追踪来说,最关键的无非是一系列独立的环箍检验,以此排除相反

假说。

四、
 

从过程追踪转向多重方法

过程追踪通过个案内分析把因果机制讲清楚、说明白,给出明确的机制

解释;但单一个案无法确定其因果假说的外部有效性,因而无法确证一般性

理论。要让理论解释可推广适用,或在其他个案中得到检验,必须从过程追

踪转向多重方法研究设计。具体的转化方式大致有三类:(1)与多案例比较

相结合;(2)与QCA相结合;(3)与大样本统计分析相结合。

需要注意的是,博弈论等形式模型或基于能动者的仿真模拟模型

(Agent-based
 

Model)本身并不涉及经验检验,它们与过程追踪的结合应用,

往往体现为以演绎方式刻画因果机制,或以模拟结果来呈现机制是不是讲

得通(即所谓似真性、合理性),以此进一步提升个案内推断的连贯自洽或内

部有效性,所以它们并非假说检验的工具。因此,过程追踪与形式模型、仿

真模拟的结合,尽管也可以说是“多重方法”,但并不在此处讨论范围之内。

过程追踪与基于密尔比较法消元逻辑的多案例比较相结合,是定性研

究常见的理论发展方式。②
 

特别是在有关“制度变迁”的大量研究中,用单一

个案的过程追踪描摹因果机制,用若干案例的定性比较展现因果效应,取得

了丰硕的研究成果。尤其是过程追踪与比较历史分析,都高度重视“历时性

①

②

《过程追踪法》完全接受了范·埃弗拉提出的四类证据检验的讲法,从独特性

(确证效力)和确定性(否定效力)两个维度分开了稻草随风倒检验、环箍检验、枪口冒青

烟检验和双重决定性检验。并且针对过程追踪的实际操作,明确指出“因为我们正在对

机制的每个部件进行有效的单一个案研究,所以我们需要设计具有相对较高确定性的检

验(环箍检验),因为某一预测证据缺失(~e)允许我们以合理程度的确定性推断该机制

部件不存在”。但正如两位作者所言,四种检验理想型只不过是方便的分类,“检验力度

是个程度问题,最好表示为连续统”。参见《过程追踪法》,第104页,图6.1。

Alexander
 

L.George
 

and
 

Andrew
 

Bennett,
 

Case
 

Studies
 

and
 

Theory
 

Development
 

in
 

the
 

Social
 

Sciences,
 

Cambridge,
 

Mass.:
 

MIT
 

Press,
 

2005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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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动”和“处境条件”,相得益彰,结合起来更为顺畅。①
 

过程追踪长于描摹因果机制,特别是在解释不同原因为何导致“殊

途同归”的结果时,有无可替代的解释优势。但多案例比较,包括多案例

的比较历史分析,还需处理大量呈现为结果“分道扬镳”的情况,而原因、

机制、处境皆有可能造就不同个案结果上的差异。多案例定性比较往往依

照普沃斯基(Adam
 

Przeworski)和图恩(Henry
 

Teune)早期提出的“最相似

系统设计”“最不同系统设计”两种比较框架,通过有意识地选取研究案例

作对比②,实现以变项为中心的“可控比较”。

所谓“最相似系统”,放在个案研究语境中,等同于选择处境条件类似的

研究个案,从而突出某个自变项上的关键差异对结果的影响(例如像科利尔

伉俪那样,只比较拉美国家③)。而“最不同系统”则意味着在承认处境条件

差异甚大的情况下,要选取结果相同的研究个案作比较,这与说明“殊途同

归”的思路貌似,但却强调以相同的自变项(原因)来解释结果上的一致,并

不寻求拆开因果关系的“黑匣子”。因此,无论“最相似系统”还是“最不同系

统”的多案例比较,都有与过程追踪相结合的潜力,只不过它们的结合只能

在原因和机制对结果的影响上尽可能推而广之,仍无法有效地检验处境特

殊性对结果的影响。最近十余年间,一批比较政治领域的研究者提出了“比

①

②

③

James
 

Mahoney
 

and
 

Kathleen
 

Ann
 

Thelen,
 

eds.,
 

Advances
 

in
 

Comparative-
Historical

 

Analysis,
 

New
 

York:
 

Cambridge
 

University
 

Press,
 

2015.需要说明的是,如
果把时间差异也视为区分不同个案的标准,那么单一个案内的历时性次序分析未尝不可

以也看作“比较历史分析”,比如,康雍乾三朝(空间上大体没有变化)到底算是一个个案

还是三个个案,完全取决于研究者的问题设定。但一般来说,比较历史分析往往指时间

上和空间上都有变化的多案例比较。

Adam
 

Przeworski
 

and
 

Henry
 

Teune,
 

The
 

Logic
 

of
 

Comparative
 

Social
 

Inquiry,
 

New
 

York:
 

Wiley-Interscience,
 

1970.不过,普沃斯基如今反倒认为这个比较框

架的讲法是错的,参见赫拉尔多·L.芒克、理查德·斯奈德编著,汪卫华译:《激情、技艺

与方法:比较政治访谈录》,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版,第13章。
参见 Ruth

 

Berins
 

Collier
 

and
 

David
 

Collier,
 

Shaping
 

the
 

Political
 

Arena:
 

Critical
 

Junctures,
 

the
 

Labor
 

Movement,
 

and
 

Regime
 

Dynamics
 

in
 

Latin
 

America,
 

Notre
 

Dame,
 

IN.:
 

University
 

of
 

Notre
 

Dame
 

Press,
 

200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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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区域研究”的新思路①,试图精细化跨区域比较的方法论标准。姑且不论

对上述研究思路的“创新空间”作何评价,至少相对于传统区域内多国比较

(也就是“最相似系统设计”)而言,比较区域研究已经把处理处境特殊性的

问题摆在了突出位置。

过程追踪与定性比较分析(QCA)②都是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定性方法,都

立足“决定论因果观”,都可以在集合论基础上构建更为严谨的概念范畴、因

果条件。但定性比较分析(包括在清晰集、模糊集、多值集基础上的QCA)是

通过在若干案例中精简“因果条件组态”逼近对结果的充分解释,这与过程

追踪追求的INUS和机制解释不完全一致。

过程追踪揭示的因果机制,很可能在QCA中被处理为必要条件③;反过

来,也可以用QCA中可变的或可消减的条件,来核验过程追踪描摹的因果

机制是否具有一般性。正如前文所述,过程追踪的因果推断逻辑完全可以

在集合论基础上重新改写,而无需借重贝叶斯方法的逻辑④,这也为过程追

踪与QCA的进一步深入结合提供了共享的分析基础。相较于密尔比较法

消元逻辑基础上的多案例比较,过程追踪与QCA结合,尤其擅长处理“殊途

同归”的复杂因果关系,这也是这种结合思路最核心的竞争力。

过程追踪与统计分析相结合,通常是有主次的,往往要以大样本统计分

析为出发点,然后根据回归结果来选择适当的少量“回归线上”或“离群值/

①

②

③

④

参见
 

Ariel
 

I.Ahram,
 

Patrick
 

Köllner
 

and
 

Rudra
 

Sil,
 

eds.Comparative
 

Area
 

Studies:
 

Methodological
 

Rationales
 

and
 

Cross-Regional
 

Applications,
 

New
 

York:
 

Oxford
 

University
 

Press,
 

2018;
 

Dirk
 

Berg-Schlosser,
 

“Comparative
 

Area
 

Studies
 

Epistemological
 

and
 

Methodological
 

Foundations
 

and
 

a
 

Practical
 

Application,”
 

Vestnik
 

RUDN.International
 

Relations,
 

Vol.20,
 

No.2,
 

2020,
 

pp.288-302.
参见伯努瓦·里豪克斯、查尔斯·C.拉金著,杜运周、李永发译:《QCA设计原

理与应用》,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;查尔斯·C.拉金著、杜运周译:《重新设计社会科

学研究》,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版。
同一解释因素,在过程追踪里被当作因果机制来处理,在QCA里被当作必要条

件来处理,是很正常的。比如陈毅元帅说“淮海战役的胜利是独轮车推出来的”,“人民群

众踊跃支前”到底算是“机制”还是“必要条件”,不同的研究方法思路当然可以将其处理

成不同的东西,这主要取决于研究者强调的解释因素具体起作用的方式。
即将贝叶斯方法中的后验概率“更新”理解为讨论对象集合的缩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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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常”个案,作进一步补充因果推断或理论检验。①
 

如果统计分析结果呈现了

X与Y之间的相关性,但无法确定其间是否是因果关系,那么对着落在“回

归线上”的、如图1坐标系右上角“典型个案”作过程追踪(参见图1个案5),

就有助于澄清原因如何导致了结果,从而检验或建构理论。但“回归线上”

的图1坐标系左下角部分的个案(如图1个案1、2),尽管它们在统计分析中

是必须加以考虑的对象,但由于预期的结果并未出现,所以是过程追踪的

“不相干个案”。若对右下角的离群值或“不一致”异常个案(有因无果,如图

1个案8)作过程追踪,则我们有可能发现统计模型中遗漏的关键变项,为修

正理论提供启发。至于坐标系左上角的“未覆盖”异常个案(有果无因,如图

1个案7),恐怕就不适宜在既有理论框架下作个案内过程追踪,而需要采用

多案例比较来寻找新的解释了。

Ⅰ
 

典型个案;Ⅱ
 

不一致个案;Ⅲ
 

不相干个案;Ⅳ
 

未覆盖个案

图1 参照统计分析框架判定个案类型

① Evan
 

S.Lieberman,
 

“Nested
 

Analysis
 

as
 

a
 

Mixed-Method
 

Strategy
 

for
 

Comparative
 

Research,”
 

American
 

Political
 

Science
 

Review,
 

Vol.99,
 

No.3,
 

2005,
 

pp.435-452;
 

Evan
 

S.Lieberman,
 

“Nested
 

Analysis:
 

Toward
 

the
 

Integration
 

of
 

Comparative-historical
 

Analysis
 

with
 

Other
 

Social
 

Science
 

Methods,”
 

in
 

James
 

Mahoney
 

and
 

Kathleen
 

Ann
 

Thelen,
 

eds.,
 

Advances
 

in
 

Comparative-Historical
 

Analysis,
 

New
 

York:
 

Cambridge
 

University
 

Press,
 

2015,
 

pp.240-263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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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之,从大样本统计分析的视角出发,过程追踪最适用于对“典型个案”

作进一步的个案内推断,以图发现明确的因果机制,来补充和完善因果解

释。至于远离回归线的异常个案,只有结果未出现(Y值低)的“不一致”异
常个案才有补充变项、修正理论的价值;而结果出现、原因未明的“未覆盖”

异常个案,则不适宜作为补足既有理论解释的过程追踪对象,反而提示我们

要寻找新原因、提出新的理论解释。就以经济发展(X)与民主(Y)关系的经

典问题来说(姑且不论形形色色基于西方政治价值观的各种民主指数是否

存在争议),同属亚洲的新加坡(“不一致”个案)和印度(“未覆盖”个案)就是

两类性质不同的异常个案,印度的民主无法用“经济发展导致民主”加以有

效解释。不过,一旦把假设的因果关系颠倒过来,考察民主(X)对经济发展

(Y)的影响,那么新加坡就成了“未覆盖”异常个案,印度则是“不一致”异常

个案,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奇迹就成了发展型国家理论的重要参照。

故而,大样本统计分析的框架提醒我们注意,所谓两类异常个案,其实取

决于研究者设定孰为原因、孰为结果。由于过程追踪终归是要“由果溯因”的,

统计分析中呈现的“未覆盖”异常个案,往往会成为“大破大立”的理论创新起

点,而“不一致”异常个案,则可以通过“小修小补”来修正、完善既有理论的解

释框架。由于过程追踪要在个案内同时考虑原因、结果、机制、处境,它与统计

分析结合,针对不同个案,作用也不一样:典型个案的过程追踪,可以为我们要检

验或建构的理论解释“锦上添花”;“不一致”异常个案的过程追踪,可以帮助我们

发现遗漏变项,对既有理论解释进行“小修小补”;“未覆盖”异常个案的过程追踪,

则可能成为促使我们放弃既有理论框架,“大破大立”展开理论创新的出发点。

至于那些在大样本统计分析中着落在回归线附近,因而对统计因果推

断必不可少,但对过程追踪而言其实“不相干”的个案(原因、结果皆未出现

或取值不高),它们反倒展现了个案研究与统计分析的一个关键认识分歧,

即不同的因果观基础。

大样本统计分析的因果观以“潜在结果框架”①
 

或“反事实框架”②
 

为基

①

②

即“内曼—拉宾因果模型”,参见Donald
 

B.Rubin,
 

“Estimating
 

Causal
 

Effects
 

of
 

Treatments
 

in
 

Randomized
 

and
 

Nonrandomized
 

Studies,”
 

Journal
 

of
 

Educational
 

Psychology,
 

Vol.66,
 

No.5,
 

1974,
 

pp.688-701.
Judea

 

Pearl,
 

Causality:
 

Models,
 

Reasoning,
 

and
 

Inference,
 

Cambridge
 

and
 

New
 

York:
 

Cambridge
 

University
 

Press,
 

2000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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础,因此尽管其分析数据基于观察所得,但大样本统计分析的推断逻辑与实

验法是一致的。而个案研究则讲究“由果溯因”,并不在“潜在结果”或“反事

实”的语境下理解因果关系———要么把休谟式的规律性因果观略作深挖,考

察恒常联结背后的“因果机制”如何所以然;要么如《过程追踪法》两位作者

所宣示的那样,在规律性因果效应之外,添加些“动力因”的机制论成色。姑

且不论我们是否必须把机制论因果观和规律性因果观截然两分———就如前

文所述,它们之间更像是“表里互补”的———但在与“潜在结果”或“反事实”

的因果观不一致上,似乎定性学者们完全可以持调和立场。

所以,从过程追踪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问题深入下去,我们其实可以领

会到三种不同的因果观(规律性、动力因、反事实)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对话空

间。如图2所示,社会科学中,学者们通常秉持的因果观未必是清晰的“鼎足

三分”,反而是在三者加持下,形成了某种类似“卡尼萨三角”①
 

的认识框架

(即图中实际并不存在的白色三角形)。社会科学领域对因果关系的本体论

认知,与其说是建立在清晰的“规律性、动力因、反事实”三者之一的基础上,

不如说是三种观念加持下形成的模模糊糊的认知幻觉。与《过程追踪法》两

位作者的因果本体论界定相反,笔者认为,实际研究中的过程追踪,如图2中

的黑色三角形区域所示,恰恰是以这种以“规律性”和“动力因”为表里、距离

“反事实”更远些的因果观为根基的。图2中每一个灰色的圆,代表了一种轮

  

图2 过程追踪的因果观定位

① 心理学上“卡尼萨三角”(Kanizsa
 

Triangle)是最著名的“错觉轮廓”图示之一,原
图由三个有缺口的圆形和三段折线有规则地排列构成,观察者能强烈地感知到一个白色

三角形的存在,即使实际上这个三角形的边与背景并无任何区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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廓清晰的、理想的因果本体论立场;而事实上,人们的日常因果推断,尤其是

不借重形式化推导的定性叙事表述,往往是由三者加持而成的、轮廓模糊的

因果观支撑起来的。相较于前述三种可结合的研究方法伙伴(多案例比较、

QCA、统计分析),过程追踪当然更贴近人们的日常因果推断习惯,这既是它

不够清晰化、正规化的根源,也是它更具探索精神、启发价值的地方。正因

为它不那么严谨,反而显得更加有趣和灵活,遗憾的是,《过程追踪法》这本

书或许把它说得太无聊了。

五、
 

结语

《过程追踪法》原书名之所以用复数(methods),是要表明过程追踪分为

理论建构、理论检验、解释结果三种类型。2019年该书第二版又增加了一

种,即理论修正型,总共也就成了四种类型。其实,从研究目的上讲,过程追

踪只有两类:一是以一般理论为研究目的的过程追踪,二是以具体结果为研

究目的的过程追踪。在通过个案内推断揭示因果机制上,它们是一致的;但

在与一般理论(因果假说)的关系上,它们又各有侧重,甚至“就事论事”的因

果解释到底算不算过程追踪的自足目标,也大可以争论下去。

通过前文的梳理,笔者的体会是,无论运用哪种过程追踪,研究者都需

将原因、结果、机制、处境这四个方面统筹起来考虑,以描摹因果机制为中

心,致力于揭示从原因导致结果的一系列INUS条件如何串联起来,同时对

处境条件高度敏感。过程追踪长于“就事论事”,也就是“由果溯因”、动态地

解释具体结果。因此,不要低估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”———它往往可以成为

提出新因果假说的前提;也不要高估“理论解释可推广性”———也就是说,要

把过程追踪作为多重方法的有机成分,善于把过程追踪与多案例比较、

QCA、统计分析结合起来,“既在眼前找机制,也往他处觅因果”。尤其是在

解释“殊途同归”的复杂因果关系时,要认真考虑不同原因、因果机制、处境

条件各自对具体结果造成的影响,过程追踪的作用无可替代。只有尽可能

把个案内因果机制推断与跨个案因果效应推断统一起来,才能最大限度地

逼近因果关系的真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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